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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寿内卷化

刘燕舞

摘 要  进入长寿时代后，农村老年人在其高龄阶段的生命历程中，会遭遇各种负性生

活事件。伴随其机体衰退，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坠入巨大的生活风险之中。结合中国传统的

老龄观，通过对“内卷化”这一概念的辨析和创造性转化，可以构建“长寿内卷化”的概念，以

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态。当高龄老年人的生命历程步入内卷点之后，其

寿命虽然仍然在延长，但由于各种负性生命事件的发生和影响，生命质量却开始下滑，与理

想状态相反的是，这段生命历程将持续进入病寿、苦寿、辱寿等单一存在或同时并存的生活

风险状态；当这一曲线下滑至接近生命质量轴的交叉点时，它意味着高龄老年人生命主动或

被动的终结。支撑从长寿内卷化到生活风险发生的机制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压力通

过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向高龄老年人转移。秉持积极老龄观，加强政策干预，实现长

寿去内卷化，是长寿时代所必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长寿内卷化”，不

仅对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具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将来也同样适用于分

析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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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8.7%，有2.64亿人，65岁及以上的

人口占比为13.5%，有1.9亿人［1］（P66）。这表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老龄化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

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一重要趋势中，一个更为深刻的变化是，高龄老年人口正在快速增加，随着

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我国正在进入长寿时代［2］（P66-67）。在长寿时代，以长寿为特征的农村高龄老

年人将是学术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他们在长寿的人生晚年时期将会面临哪些生活风险，以及如

何从理论高度解释其生活风险的形成机制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是本文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学界关于我国长寿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归纳起来说，主要有如下两种视角。

一种是长寿红利说（longevity dividend）。这种视角下的研究认为，与人口红利有类似之处的是，如

果能突破人口结构老化这类固有观念，通过调整政策环境，就可以激活长寿时代的人口机会，从而创造

长寿时代的人口红利，而这种人口红利即是长寿红利［3］（P58）。长寿红利的内容主要有日渐丰厚的人力

资本、提升较大的经济资本、持续增强的技术资本以及不断延展的社会资本［4］（P149）［5］（P25）。从疾病转

向健康、从依赖转向参与、从消耗转向积累、从负担转向红利，以促进长寿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即是将长寿变成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资源的有益思考［6］（P20）。在应对策略上，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

长寿时代的个人需求、健全社保体系和推动医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引导长寿经济转型和个人行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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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加速商业模式和组织转型，则是从社会、政府和企业三方需要探索的方向［2］（P80-81）。延迟退休年

龄，尤其是实行弹性的退休制度，甚至让老年人享有更多的退休自主选择权，从而让长寿老年人能够为

社会作出更多贡献，就是发挥长寿红利的有效手段［4］（P149）［7］（P124）。

另一种是长寿风险说（longevity risk）。这种视角也可称之为长寿负担说（longevity burden），与长寿

红利说不同，这一视角认为进入长寿时代后，大量长寿人口的增加会带来包括长寿者个体在内的巨大风

险，从而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较大负担。从政策取向看，在长寿时代，随着老龄化和高龄化的进一步

加剧，农村人口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农村养老基金的不可持续性会显著增强，这将会导致农村社会保

险制度面临严峻挑战［8］（P73）；甚至有学者认为，长寿风险将会是目前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最值得重视

的系统性风险之一，如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收支平衡的冲击［9］（P2）。从风险治理看，除侧重养老金

不足、老年人个体健康状况较差等情况外，健康、财务、照护等各类资源储备的不足，是长寿风险所面临

的具体困境［10］（P79）。从个体风险看，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探索是穆光宗提出的“长寿拐点”概

念。穆光宗认为，长寿老龄化展示的是生命的长度或数量，其背后的少子老龄化、空巢老龄化和病苦老

龄化集合成的“痛苦老龄化”反映的是生命的生态和质量，长寿老龄化就是老年高龄化，令人可怕的是长

寿过程中的病寿、苦寿和辱寿，如失能的出现，一旦到辱寿阶段，寿命的意义就会出现正负翻转［11］（P13）。

应该说，长寿红利说看到了长寿所带来的机遇，而长寿风险说则看到了长寿所带来的压力和负担，

两者均对如何做好老龄工作与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在本文看来，长寿红利与长

寿风险两者并不矛盾，它们均是长寿时代一体两面的客观存在。在实践过程中，首先应该看到的是长寿

负担的客观存在更为迫切，长寿红利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妥善应对长寿风险时才有可能产生的积极结果，

否则长寿红利也会被长寿风险产生的负担所拖累。因此，本文更倾向于从高龄老年人个体自身的生活

风险出发，构建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些风险之所以发生的具体机制。

基于此，笔者将结合近十年来春节期间回乡观察材料以及运用实地调查法所获深度个案材料对之

展开研究。无论是回乡观察材料还是笔者的田野调查，在资料收集方法上，都是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

观察法开展的质性研究。所谓生活风险，是指老年人在其生命历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危害其生命的负性

生活事件，这些负性生活事件的严重程度有差异，重则导致老年人采取极端手段放弃自我生命并既遂，

轻则导致老年人采取极端手段放弃生命但未遂，或想采取相应手段却缺乏足够付诸实践的身体能力。

前者属于极端风险，后者属于一般风险。不管是哪一种风险，这些情况最终都会对老年人造成巨大的生

理或心理或身心兼具的创伤。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通过辨析和梳理“内卷化”概念的学术史，结合中国

传统老龄观所产生的理论启发与经验现实的关系，笔者将构建长寿内卷化（involution of longevity）这一

分析性概念，然后揭示农村高龄老年人所面临的长寿内卷化的主要类型，进而从城镇化所带来的社会压

力转移与新家庭结构形式变动的角度，讨论从长寿内卷化到生活风险产生的中间机制，最后本文将从秉

持积极老龄观的角度出发，就未来如何进一步做好农村高龄老年人工作提出政策建议。

二、长寿内卷化的概念辨析与构建

十年前，内卷化在国内的境遇，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还谈不上有公共性。然而，时至今日，当大家都

在谈“卷”的背景下，内卷化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公共性概念，以至于出现各种各样的简称为“卷”的

“内卷”。因此，本文既然借用内卷化来转化构建出长寿内卷化这一概念，就有必要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

对“内卷化”概念的脉络做些梳理。

（一） 内卷化概念的学术史梳理

通常来说，当前学术界所运用的“内卷化”概念，无论是误用还是确用，其源头大都倾向于追溯至美

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印度尼西亚农业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些追溯大

体应与美籍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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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三本著作中的相应

介绍有关 ［12］（P6）［13］（P11）［14］（P53）。国内有两篇比较经典的文献对“内卷化”概念进行了梳理和辨析［15］

（P96-110）［16］（P194-208），但是，通过对照吉尔茨的原著原文来看，中文转译后的内容仍存在一些偏差。

在吉尔茨的著作《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如其所述，他所构建的“农业内卷

化”概念亦是采用或借用了美国另一著名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在分析

文化模式的发展状态时所构建的“内卷化”概念 ［17］（P80-81）［18］（P511-532）。吉尔茨指出，其采用的“内卷

化”这个概念，在戈登威瑟那里是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这类文化模式在达到看起来将是它

们最终的确定形态时，它们要么无法稳定下来，要么无法将它们自己转变成一种新的模式，相反却是通

过使它们内部不断地变得更加复杂而得以继续运行下去［17］（P80-81）［18］（P511-532）。受此启发，吉尔茨认

为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地区，水稻种植模式吸收了西方入侵后增长的几乎所有多余的劳动力，至少在间

接意义上是如此 ［17］（P80）。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它总是在确保人均收入不发生严重下降的情况下，想方

设法地往水稻耕作中无限地投入劳动力，从而保持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他把这种最终“适得其反”

（self-defeating）①的结果称为“农业内卷化” ［17］（P80）。

自“农业内卷化”这一概念问世后，它在两个层面被极为精妙地借用和改造用以分析小农经济和国

家政权建设。前者以黄宗智为代表，后者以杜赞奇为代表。在黄宗智的著作中，“有增长无发展”或“没

有发展的增长”是内卷化最为集中的表达。其意是指，在人多地少的约束条件下，当农业以外的产业无

法吸纳剩余劳动力时，小农就会不计成本地无限地投入劳动到农业生产中，如精耕细作、利用家庭中的

妇女、老幼以及男劳动力的业余时间等。这种模式会导致总的收入会有增长，但是单位工作日的边际劳

动报酬是递减的［13］（P11）。晚近以来，黄宗智也提及了内卷化的扩展应用的现状，如用工领域的非正规

经济中劳动力使用的内卷化，以及应试教育中的教育内卷化，即学生为了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中胜出，而

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到应试训练中，以提高分数，而非发展能力［19］（P399）。杜赞奇则借用内卷化

分析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过程。杜赞奇指出，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向下扩张

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收税，而如何有效地从农民那里收税并将税收再用于国家政权建设，

就衍生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代理人或经纪人机制。代理人或经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将税收层层

加码摊到农民身上以便他们自己能够从中贪污中饱。而当农民不堪重负时，一方面是乡村社会的破产，

另一方面则是农民反过来会反对国家，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建设的失败［14］（P53-55）。

黄宗智和杜赞奇的借用与吉尔茨的不同在于，前者将吉尔茨关于农业内卷化界定中的 “适得其反”

的奥妙进行了扩展和转化。在吉尔茨那里，内卷的结果仍然只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没有严重下降，或

仅仅只是极为缓慢的极小的增长，从而在某个高位点低水平徘徊。黄宗智和杜赞奇的推进，均是内卷化

的结果出现了翻转情况，他们的扩展使用属于一种创造性转化。笔者借用“内卷化”的概念，构建长寿内

卷化的框架，并非是单纯地试图加入“内卷化”概念的连锁店，而是它确实特别符合分析长寿时代农村老

年人生活风险的状态及其后果。就理论逻辑而言，在重视“寿命”之于物理时间上的延长和增长的“长

寿”特征时，笔者尤其重视农村老年人因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导致其寿命质量下降的情况。

（二） 传统老龄观的理论逻辑及其启发

如果要充分理解长寿的意涵，首要的是在于如何看待“老”，也即老人观或老龄观。从学科话语来

看，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侧重从功能主义或冲突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老人。而中国的话语体系中

有类似的理论逻辑，但在具体表述上更贴合中国人的经验现实。

① self-defeating这个单词在吉尔茨的原文中非常重要［17］（P80），是内卷化含义的奥妙所在。国内学者在引述时将其译为“自我战胜”有失偏颇，其

实际含义应是适得其反或事与愿违。正常情况下，农民投入越多的劳动力是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或更好的生活水平，而吉尔茨发现的事实是，农

民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收入或更好的生活水平。所以，将其译为“自我战胜”是在字面上把其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恰好表达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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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千多年前，《论语·宪问》中说：“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

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20］（P411-412）。其意是指，原壤踞着双腿，接待孔子。孔子用拐杖敲着他的小

腿说：小时候不谦逊，长大了无作为，老了还不死，这就叫做祸害。在《庄子·外篇·天地》中也谈道：“尧观

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

子。’ 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耶？’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

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21］（P359）其意是指，尧到封地华（今陕西省华县）视察，华

地守边疆的官员想祝福尧，祝福他长寿、富贵、多子，皆被尧所辞。守边疆的官员不解，尧的理由是：儿子

多了害怕，财富多了事多，寿命太长了则容易受辱，此三者均不能涵养德性，故辞。这两段话是先秦时期

哲人看待老人或老的经典“理论”之一。正如卡尔·雅思贝尔斯所认为的，人类后来在遇到困惑时，仍然

总是试图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轴心时代中寻找答案［22］（P68-70）。笔者同样试图从轴

心时代中国先贤的老龄观中获得一些启发，但并非要从浩瀚的中文典籍中专门讨论老人文化，无论是前

述对待“内卷化”概念的西方学术谱系梳理，还是从传统老龄观中获得启发，都是秉持为我所用的原则，

以服务于当下的实践。

如前所述，社会学理论中从冲突主义的角度理解“老”的观点颇似孔子的观点。这一视角认为，老年

人如果到了“老”的一定程度却仍不从相应资源生产与获得的位置上退出来，就可能与年轻人产生冲突，

而老年人养老的需要也是靠“剥夺”年轻人缴纳的税收、保险等资金来支撑的，他们会与年轻人构成资源

上的争夺和冲突。孔子所说可能是暗指老年人与年轻人在资源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庄子》中尧

的观点，则更类似于今人常用的“内卷化”概念，就好比长寿的内卷导致生命质量在跃过某一个点后出现

的边际效用递减。进一步引申来看，就中国农村老年人问题的经验现象而言，当我们将养老放在家庭这

个微观结构中考察时会发现，“老”倒并不意味着生产意义上的老年人与年轻人必然的资源争夺，而更多

体现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所面对的社会压力转移问题。同样，“寿则多辱”反映了长寿并不一定健康，

相反可能带来苦寿、病寿，乃至辱寿，它是人的生命历程末段生命质量的内卷化。无论是压力转移，还是

辱寿体验，作为长寿代表性指标的“高龄”都是两者最突出的交集点。

（三） 长寿内卷化的概念构建及其结构内涵

与十多年前不同的是，近十年来尤其是在精准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背景下，生存困难所导致的生活

风险已较少发生。但是，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伴随而来的是，那些增长了寿命的群体中，有些只是物

理时间意义上的数字，而并非代表生命质量的同步增加。这些经验现象的出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因而也迫切需要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理论自觉角度对之进行本土理论阐释。

基于此，笔者提出强调以负性生活事件为核心特征的“长寿内卷化”概念，它是指农村老年人在其高

龄阶段的生命历程中，会遭遇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伴随其机体衰退，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坠入生命质量边

际效用递减的翻转过程，从而引发其巨大的生活风险。与长寿拐点的差异在于，长寿内卷化至少试图在

如下两个方面做更大的推进。第一，当老年人的年龄进入高龄后，其身体、生理、心理等各项生物机能的

衰退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人可能仍然维持在康寿的状态，这是人们所期待的理想状态。另一些人

则可能出现病寿、苦寿乃至辱寿的状态。病、苦、辱三者都是老年人的负性生活事件，一旦出现就是长寿

拐点，人的生命质量就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困境，而不一定非得处于完全陷入身体机能上的失能状态

才进入拐点。也正因此，本文将无论是病寿、苦受还是辱寿三者都看作是高龄老年人陷入“风险”的生活

状态。其中，病寿主要对应着身体上能感知到的“痛”（pain or ache），苦寿主要对应着心理上的“苦”（de‐

pressed or suffering），而辱寿则主要对应着情感上的受辱或被辱（shame or disgraced）。第二，仅从老年人

个体的长寿并引发其生命质量边际效用递减的角度仍是不够的，长寿拐点的出现并不必然带来老年人

的生活风险，特别是寿者对生活风险应对的失败。而其生活风险之所以发生和被放大，甚至变得不可克

服，其机制在于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它。也即是说，从长寿拐点到生活风险的中间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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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而这正是本文在另一个层面，即从新家庭结构转型与社会压力转移的角度，对之力图推进的地方。

当然，在实际经验生活中，病寿、苦寿和辱寿仍然是有程度层次区分的。病寿最为直接，只要有身体

机能的不适，人就能最直观地感知到。次之，从直接感知的痛到心理上觉得的苦，其程度则往更深的层

次发展了。病寿可以演化到苦寿的阶段，但苦寿不一定非得有对病寿的直接感知，就本文所收集到的经

验材料来看，苦寿主要对应的是老年人心理或精神上的抑郁状态，它不一定达到了“抑郁症”的病理性层

次，但就是能鲜明地感知到其活着的状态之苦。至于辱寿，一些典籍中的经典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思考

这一问题提供启发。《礼记》中的《祭义第二十四》中记载，曾子曰：“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23］

（P913）其意是说，曾子认为，孝有三等，大孝能使双亲受到社会上的尊重，其次是孝子为人处世不让父母

蒙受耻辱，最下等的只是能养活父母而已。从当下语境看，不仅是与两千多年前比，就是与十多年前比，

单纯停留在吃喝层面的“养”，基本上已经不成问题了。当然，在照料层次上的“养”则仍不乐观。在“尊

亲”的层次，就仍然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而“弗辱”层次的问题却相对比较突出。在弗辱的内涵方面，

今天的情况倒并非子孙后代在个人德行上有什么污点，从而让父母祖父母乃至先祖蒙羞，而更多地表现

在父母与子女双方主动或被动的一些行为所带来的蒙辱的感受。它既包括父母因为自己长寿内卷化的

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而让自己觉得受辱（之辱），从而觉得为子女增加负担而蒙羞外，也包括一些子女

因为在市场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而转移施加给年老父母的羞辱（辱之），两者都构成辱寿的侧面。为了

更清晰地把握长寿内卷化的上述内涵和逻辑，我们还可以用理论模型图来表示，如图1。

在图1中，纵轴表示不断延长的寿命，横轴表示长寿过程中的生命质量，对角线是两者的交叉延伸

线，其理想状态是在寿命不断延长的过程中，生命质量也很高，属于典型的康寿。抛物线与直线的交叉

点即是内卷点，这个点是理想型的交叉点，并非物理意义上的精确到某个时间或年龄区间就立即开始内

卷的点。在这个内卷点之前的一段，其发展曲线仍然是理想的长寿且生命质量好的状态。在这个内卷

点之后，寿命继续在延长，但是导因于各种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人的生命质量却开始下滑，与理想状态

相反的是，在这段生命历程中，老年人将持续进入病寿、苦寿、辱寿三者单一存在或同时并存的生活风险

状态，当这一曲线下滑至接近生命质量轴时，它意味着生命的主动或被动的终结。正是在这种逻辑意义

上，本文所构建的长寿内卷化即是试图将学术史中的“内卷化”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它显然不再是吉

尔茨意义上的停留在某个点上持续地低位徘徊和内在复杂化，而是会继续运行下去，在运行的过程中，

人的生物生命或物理生命仍然是在继续延长的，但其生命质量却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状态。当然，它

也不同于黄宗智、杜赞奇他们分析的仅仅停留在递减或反噬的过程中，而是可以以生命终结为代价的形

式主动或被动地结束这一过程。正因如此，笔者在理论模型图中特意将内卷化的曲线箭头延长到与质

量线交叉重叠的位置，与起点、卷点相对应的话，此处即为终点。

图1　长寿内卷化的理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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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寿内卷化类型与农村高龄老年人生活风险状况

与康寿的非风险状态相比，病者的病寿内卷化、苦者的苦寿内卷化和辱者的辱寿内卷化是农村高龄

老年人生活风险状况的主要类型。这三种类型在高龄老年人长寿内卷化的过程中，既可能单一存在，也

可能同时并存，当然，其时间序列并非泾渭分明。

（一） 病者的病寿内卷化与生活风险

病寿是作为病人的老年人能够直接感受到且也能被周围人直接观察到的一种风险状态，如下述三

个典型案例。2019年在H省YS县L镇C村的调查中，一位Y姓老人向笔者讲述了他70多岁的亲姐姐陷

入失能状态后，几度试图结束生命却丧失了付诸实施的能力而未遂的情况。该老人中风瘫痪在床，完全

失能，日常起居由其儿媳妇照料，仅以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量而对其供水供饭（避免老人吃得多拉得多而

难以清理）。老人长时间的大小便失禁使得其患上了脱肛等尴尬病症，每次拉完后需要人帮忙用手指头

将其肛门塞回去才能复归正常。在这种风险状况下，她主动且多次求助其儿媳妇帮助她采取任何可行

的极端手段，以结束其晚年生活但未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又委托她的亲弟弟帮忙，然而，迫于巨

大的伦理困境，亦未遂。同样，2021年笔者在N省农村调查时，一例94岁的高龄老年人在中风失能后，

他先是求生欲很强，但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而无法治愈后，其便尝试绝食，并试图触碰电线开关以结

束晚年生活，经子女多次劝说并达成轮养共识后，他才暂时放弃了这一念头。在Y省YC县的一项调查

显示，2023年春节前，一位77岁高龄丧偶独居女性老年人，半夜起来上厕所，因其身体虚弱瘫坐在地而

直接尿在裤子里，又因家中无人，她无法顺利爬起来，最后只好在冰冷的寒夜里，一直坐到天亮后才有幸

被邻居发现（佚名：《回乡记》，2023年，打印稿）。上述三例均属于典型的病寿内卷化而带来的极端生活

风险状态。病者及其家属和周围被访谈者均认知到，这种类型的病者，其活着的状态非常不理想。而这

正是本文所说的老年人生命质量在跃过某一拐点后边际效用递减的长寿内卷化状态。从单纯的生命长

度而言，他们的活着无疑都是“物理时间”意义上的累积增加，但活着的状态却表明其生命质量很差。

（二） 苦者的苦寿内卷化与生活风险

苦是一种心理状态，与病寿强调病者直接可感知与病者周围的人能直接观察到的疾病不同，苦寿更

多体现为苦者的自我感知，苦者之外的人往往容易对之忽视。在收集的一些调查材料中，有一个案例非

常符合这一类型。2021年农历正月初二时，在H省的BD县，一位88岁高龄的T婆婆选择了极端手段结

束了她的晚年生活（易卓：《回乡记》，2021年，打印稿）。T婆婆有 9个子女，平时都不在身边，她身体尚

可，主要的日常困扰就是孤单寂寞的生活状态。在2021年春节期间，她的9个子女都回来了。她认为子

女们凑得如此整齐非常难得，因而借机采取了极端手段。她临走前对子女说，她已经年纪大了，子女们

在外奔波不容易，以免哪天她走了还得麻烦子女们赶回来，所以，她不如趁一家人齐齐整整在时顺道走

了好。也是在同样的调查地点，在2021年春节期间，调查者记录到他参加的一次养老纠纷调解案例，当

晚辈都在围绕吃饭等最基础的问题调解老人的难处时，调查者捕捉到的微妙情况是，老人口中却一直喃

喃自语地“控诉”着她的孙媳妇只给她吃的，却从不和她说话，她一个人独自坐在柴火房里无人说话。她

没有说困闷，也没有说寂寞或抑郁这类医学专业语词，也没有“控诉”缺吃缺穿（这些“养”的层次不仅能

满足她，而且也是晚辈们非议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德理据），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嗫喏着反复

强调无人和她说话。

显然，与前述病者之直接痛苦不同，苦者如T婆婆，更多是心理感知的苦的状态。用现代医学术语

描述这种状态，抑郁、心理错乱、精神紊乱等都是相对贴近的语词。也因之，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这

类人的极差的风险状况往往属于“冲动型”或“绝望型”。而在中国语境中，所谓“苦”或“心里苦”更能准

确表述此种状态。T婆婆离开前，其心里无疑是苦的，而与她同村的另一位高风险的老妪其心里的苦更

不待言，当子女和邻居以及亲戚单从物质、疾病等角度判定，她应该是一个当地人和后人眼中要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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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者”或“福者”时，她自我的心理体验却是“苦者”，苦于无人交流，苦于一个人独自在柴火房里日复一

日的无声无息的重复。引起“苦寿”的因素当然很多，如长时间的病寿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转化成苦寿。

当然，从长寿的角度看，苦寿往往伴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面临各种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而使得寿者必

然会逐步坠落至苦的境地而成为苦者。例如：丧偶甚至高寿期间的丧子等痛失亲人的事；年岁渐长后，

子女亲人不在身边而孤独的事；虽有年龄增长，却不一定有家中的权力或权威的事等。具体导致苦的事

可以千差万别，而苦的结果却是相对一致的苦痛的心理状态。因此，最终不断感受到的心里苦会使得作

为寿者的苦者陷入巨大的生活风险状态之中。

（三） 辱者的辱寿内卷化与生活风险

辱者的辱寿实际上包括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处于“辱”的状态而感到的辱寿，这种属于“自辱”。

自辱或之辱的主体是辱者本人。一般来说，这类辱者在年富力强时均属于比较好强的人，因而，一旦进

入高龄阶段，他们对屈辱的自我感知也变得更为敏感。在本文收集的材料中，有些是自辱或之辱的辱寿

内卷化。如2018年正月初七，H省GA县BH镇H村X大爷采取了极端手段而去世。X大爷有一子四女，

子女对他其实均尚可，都还算孝顺。他因患病无法生活自理，需要子女照顾，而子女事实上也愿意照顾

他。但是，他自己感觉到是屈辱，且觉得因为需要子女的照顾而拖累子女生计而更加感到屈辱。在大年

初六那天，他的三女儿回来照顾他，他担心因此而拖累了三女儿，于是在初七早上便走了。X大爷同村

连襟70多岁的Z先生在参加X的葬礼时说，他也要步其后尘，虽然大家知道他患有疾病，但也都以为他

是开玩笑的，但一个月后，他果然离去。同样是H村的70岁的P大娘，2019年3月亦采取极端手段而去，

她患病后担心拖累其儿子，在走之前做了周密准备。她把家里卫生打扫干净，并将自己洗漱好，且换上

了走后需要穿戴的干净衣服，然后选择安然离开。在H省GZ区GYD镇YJ村的调查发现，一位70多岁

的D大爷，在 2021年 6月间，他亦主动结束了晚年生活，其原因亦是他患病后害怕拖累他的儿子（雷望

红：《回乡记》，2018年、2019年、2021年，打印稿）。上述这3例均属于自辱的类型。从这几例辱者的生活

环境来看，从一般的常理说，他们大可不必采取极端行为。另一种则是他者对辱者施加的辱而让辱者被

动感知到处于“辱”的状态而感到的辱寿，此种属于“他辱”。他辱的主体则主要是与辱者有关的家庭成

员，特别是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从历史线索看，与十多年前严重的代际冲突情形大为不同的是，他辱式

的辱寿内卷化在近年来已大幅度减少。在收集到的调查材料中，仅有1例S省的老年男子，在与其儿子

冲突中，被他儿子当众打了一巴掌而不堪受辱，以致他最终采取了悲剧行为。

（四） 长寿内卷化的宏观证据

尽管本文前述属于从微观层面力求见微知著，而事实上，作为一些具体“指标”的宏观数据也表明，

长寿内卷化及其所带来的极端风险会更趋严重。以《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为例，在

调查地区居民两周就诊率方面，2018 年的数据表明，农村 65 岁及以上的就诊率为 41.4%，住院率为

28.1%，均属于各年龄组中的最高群体，且其两周内患病率亦高达 55.7%，同样属于高水平分布年龄组。

在2018年农村65岁及以上的年龄组中，其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高达600.0‰，亦属于各年龄组中的最高

水平［24］（P168，172，232，236）。更为直观的是，在最为极端的风险方面，宏观数据亦能充分反映相应情

况。例如，在死因方面，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6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杀率出现了陡升的情况，属于所有年

龄段中全人群组里的最高水平，且随着年龄上升而显著上升。其中，85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

率为35.58人/10万人（男性为53.56人/10万人），80-84岁组为34.45人/10万人（男性为42.56人/10万人），

75-79岁组为 29.25人/10万人（男性为 33.47人/10万人），70-74岁组为 19.25人/10万人（男性为 21.41人/

10万人），65-69岁组为 14.39人/10万人（男性为 16.41人/10万人）［24］（P303，307）。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为基准推算［25］（P306），这意味着，在2021年全年农村7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有近1.5万人在长

寿高龄阶段，因面临各种长寿内卷化困境而选择主动结束了他们最后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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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寿内卷化机制：社会压力转移与新家庭结构支撑

长寿内卷化已经并将持续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从长寿内卷化到高龄老年人风险状况出现，并不

是必然的。也即是说，作为结果的风险状况，并非必然地因长寿内卷化而到来，长寿内卷化只是高龄老

年人出现风险状况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如图1所示，跃过内卷点之后，如果有外在于老年人个体的各种

支持力量帮助他们应对一系列负性生活事件，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在寿命继续延长的同时仍获得健

康的生命质量。这个支撑的外在力量，主要就是老年人的家庭，尤其是其子女的赡养、照料和慰藉。然

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作为中介环节的家庭，却需要因应城镇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社会压力转移。而支撑

这种压力转移的机制，则是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四世同在不同堂的新家庭结构。

（一） 城镇化进程与社会压力

之所以从城镇化角度切入，是因为本文讨论的家庭所要面对的社会压力源均主要与“进城”有关。

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农村迈向现代化征程的必然结果。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就认为，所谓现代化，其核心要

素包括思想的理性化、经济的市场化、产业的工业化、国家的主权化、政权的民主化和空间的都市化（即

城市化或城镇化）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了思想理性化、经

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化、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成功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

现，而空间意义上的城镇化特别是人的城镇化或市民化，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却仍是

未竟事业。我国城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渐进式城镇化，农民通过渐进式进城在城乡

之间既可进又可退的优势，使得我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像西方社会里城镇化过程中普遍会

出现的贫民窟问题［26］（P117-137）。城镇化或市民化的成绩最集中的体现指标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9.68%，超过 6.6 亿人［27］

（P2338），而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8.39%，超过 9 亿人［28］

（P1920）。由此可见，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近3亿人。

在城镇化背景下和渐进式进城过程中，无论是进城落户还是进城居住工作生活，农民面临的主要社

会压力源有二：其一是年轻人的婚姻消费；其二是年轻人子女的教育消费。两者压力的出口转化焦点又

主要以购房为主。无论是东部地区农村，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近十年来婚姻消费中的重要一项，就是

要求男方必须在县城或市区购买一套商品房。这既是许多人结婚的必备条件，也是为将来子女进入县

城或城市接受更好教育的必备条件。目前来看，很难将两者明确区分开来。例如，要求男方购房的女

方，即使是在没有生育子女的情况下，想要一套县城或城市住房，其给定的理由，也会越来越倾向于不是

为了女方个人，而是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对于那些已婚未买房的年轻人来说，一旦子女出生并

逐渐长大到需要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阶段时，也会倾向于在县城或城市买房，以让子女转移进入城区接

受更好的教育。退而求其次，即使不能在短期内买房，也会倾向于先租房，然后逐步累积资本购房。无

论是买房还是租房，一旦进入县城或城市，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除了需要偿还房贷外，还需要承担城市

生活消费所带来的更多支出。这些支出一方面是直接的货币支出，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的付出。前者

涉及农民如何更多地挣钱以支撑城市生活，后者则涉及怎样支撑农民更多地挣钱而带来的家庭内部分

工，如照顾年幼孩子和解决他们的受教育问题。一个普遍现象是，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而言，

年轻人无法在本地获得足以支撑他们偿付房贷、支出子女教育以及日常城市生活消费开支的工作岗位，

因而不得不往第三地务工或经商以获得更多收入。这实质上是他们进城过程中所面临的必然的社会压

力，仅靠他们自己这一代人往往无法承担和消化这些社会压力，因而需要他们父母的托举和支持，这就

将本是这一代人在承担的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转移给他们的父辈。

（二） 社会压力转移与新家庭结构形式支撑

所谓社会压力转移，在本文中就是指年轻一代将自己所承受的城镇化压力转移一部分到家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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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中的过程，其直接表现形式是将家庭资源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在这种分配过程中，家庭资源主要向

年轻人分配集中。支撑这种压力转移的结构化机制是当前农村的新家庭结构形式。这种新家庭结构形

式具体表现为四世同在不同堂，其意是指，一个大家庭中四代人在时间上同在，但在空间上却不一定同

在的情况。这四代人是指：高龄老年人、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中青年子女与年幼孙子女辈。与纵

向结构或梯度结构意义上的反馈模式或下行式家庭主义不同［29］（P40）［30］（P4），新的四世同在不同堂的新

家庭结构形式是一种环状结构，即从原来的由上往下看或由下往上看不同，现在的结构是由内往外看，

所谓内往外即以年幼孙子女辈为圆心向四周扩散的过程。圆心之外的第一环是中青年子女也即年幼孙

子女的父母，第二环是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也即中青年子女的父母辈，最外边的一环是高龄老年

人，也即中青年子女的祖父母辈。

尽管从形式逻辑看，这一环状结构的表面图像有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结构［31］（P24-27），但两者

有本质的不同。费孝通的差序结构中以“己”为圆心的这个“己”可以是前述这四代人中的任一代的

“己”，而本文所说的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中的圆心则是特定意义上的指涉最小的一代人。更突

出的意涵是，圆心之外的三代人大体上都同样认为应该为圆心这一代最小的人付出家庭应尽的努力，以

托举他们成人成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新的代际关系模式是一种半主动、半被动的代际团结合作模

式。在这种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中，四代人里面圆心的孙子女一代和外围的高龄老年人一代，共

同构成一小一老的两端，他们无疑都是最弱势的。圆心中的一代因为年幼而需要成年父母和祖父母的

照顾和抚育，而圆心外围的高龄老年人一代则面临着长寿内卷化所带来的病寿、苦寿和辱寿等生活风险

而需要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子女的赡养和慰藉。紧挨着圆心的一代青年子女，则需要在迈向城镇

化进程中托举圆心中的下一代，且依靠他们自己一代无法完成这一使命，而不得不以代际团结的形式获

得他们的父辈也即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的支持。对于这种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与压力转移

的机制，其逻辑可以用图2的理论模型来表示。

在图2中：从外往内的四个实线环即代表①、②、③、④四代人，最外环的虚线表示社会压力，实线箭

头则表示压力转移的路径方向。C 表示 Children 即孩子一代，P 表示 Parents 即年轻父母一代，G 表示

Grandparents即祖父母一代，他们往往也是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一代，G-G即表示Grand-Grandpar‐

ents曾祖父母即高龄老年人一代，S-S即Social-Stress社会压力，P和G框在一起即是前文所说的代际团

结合作应对压力的结构。

在这种新家庭结构变动的逻辑下，我们看到的景象通常是：在第一阶段，环状结构的中间两环即低

图2　新家庭结构与压力转移理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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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与中青年子女合力在城镇买房（或租房），中青年子女依靠购房（或租房）进入城

镇或城市，初步完成城镇化或城市化；在第二阶段，年幼的孙子女在城镇或城市接受教育，而中青年子女

需要继续外出经商或务工以支撑偿付房贷和子女的教育费用，此种状况下，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就

势必面临着到底是顾老还是顾小的紧张和冲突。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进城照顾孙子女或者进城务

工经商，为子女的城镇化压力分担成本，就势必会造成对高龄老年人照顾的缺失，既包括物质照料的缺

失，也包括精神照料的缺失，从而产生所谓“照顾赤字”［32］（P93）。进一步的事实是，在城镇化背景下，当

前无论是高龄老年人还是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以及中青年子女，这三代人的共同愿望都是想合力

通过城镇化的方式，托举最小的一代更好地在城镇或城市成长。新家庭结构中的上三代的此种合谋，最

终会将家庭资源无论是经济资源还是照料的劳动力资源，都倾向于向环状结构的圆心一代即年幼的孙

子女一代分配聚集。其产生的实质后果就是，将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压力通过这种新家庭结构形式，一环

一环地向外也即高龄老年人扩散和转移。在长寿内卷化的形势下，这种社会压力的转移，既在新家庭结

构形式下获得了合法性理解和同情，也获得了事实上的实践。其后果就是：长寿内卷化下的病寿、苦寿

和辱寿必然地会产生，从而引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

在高龄老年人中，长寿化可能会带来的病者、苦者和辱者，实际上均是作为人这一生命体在生命周

期的末端阶段而必然会面临到的内卷化困境问题。而天然地有助于他们克服长寿内卷化困境的家庭，

却在新家庭结构变动下，不仅难以提供必要的支持，相反还将城镇化的压力向他们步步转移。最终的结

果就是我们在前述病寿内卷化、苦寿内卷化和辱寿内卷化中所看到的悲观景况。例如，前文病寿内卷化

中的H省YS县Y姓老人的姐姐，她的儿子和孙子一直在城市务工，为她的孙子一家提供城市生活支撑，

曾孙子在县城上学，孙儿媳在县城陪读，儿媳妇在家一边务农，一边给予她最低限度的照料。同样，在N

省调查的那例94岁的老人，其有五个子女，各自情况的逻辑都大体相同，如其大女儿，她自己也是61岁

的低龄老年人了，不仅如此，她自己还有两个子女，成家立业后都在省城买房了，她需要经常到省城去帮

忙照看她的孙辈。苦寿内卷化中的T婆婆亦是类似情况，之所以一家人年终才能聚集在一起，就是因为

其子女们平时都需要到城市务工和照看孙辈。另一例孙儿媳在家照顾老人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其他各

种家务和农活，以支撑他的公公、婆婆和丈夫在外务工。如此一来，客观上她确实难以专门留有时间陪

老人聊天。也正因此，在没有缺老人吃穿的客观事实下，对比其他连照料都困难的家庭来说，这个老人

的状况，当然就容易被认定为下一代人眼中的“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而他们也难以察觉或感知什么是老

人的苦了。辱寿内卷化中的X大爷案例，其三女儿本来就计划了要出去务工，也是要为她的儿孙奔波，

但是伦理上的困境又迫使她还是决定大年初六过去照顾X大爷，X大爷也深明其中的道理，反过来他也

觉得并非子女不孝，而是子女确实也有子女的社会压力。在这种困境中，他初七早上所采取的极端措

施，从伦理上看是一种利他行为，从实践上看，就是他代为承接了从子女处转移过来的社会压力。也正

是因此，处于同样窘境中的其连襟X大爷，受其感染，最终也采取了极端措施，虽说不是必然的，但至少

具有了充分条件。为了更充分理解上述机制，还可以将上述理论发现总结成表1，根据表格中的内容，可

以更加充分地发现四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所在，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长寿内卷化这一分析性概念。

从表1的比较看，就结构特征而言，新家庭结构是典型的环状结构，而反馈模式、差序格局和下行式

家庭则都是梯度结构。就代际中代的数量而言，新家庭结构主要包括了四代人，反馈模式则以两代为

主，差序格局则是边界可以按以己为中心而无限扩展或收缩的，下行式家庭几乎不涉及高龄老年人一

代。在空间模式上，新家庭结构形式鲜明地体现了四世同在却不同堂的情况，而另外三个概念所展现的

都是同在同堂。在个体地位方面，新家庭结构以孙代为主，反馈模式则以亲代为主，差序格局则以己为

主，下行式家庭则以子代和孙代两代为主。在社会类型方面，承载新家庭结构的主要是城镇化社会，而

反馈模式和差序格局都是以分析传统社会为主的，下行式家庭所指向的则是微观层面的亲密关系变革

的社会，而没有专门涉及对相对宏观层次的城镇化社会或传统社会的讨论。在代际关系模式方面，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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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结构指向的是社会压力转移模式，而反馈模式所指向的代际关系则是抚育与反馈的接力模式，下行式

家庭则是孝而不顺的模式，差序格局则对代际关系模式无具体所指。导因于前述这些特征的不同，四个

概念所指向的分析对象也就显然不同，新家庭结构是指向长寿内卷化如何导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

而反馈模式则分析一般意义上的赡养问题，差序格局主要用于分析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形态，下行式家

庭则专门用于讨论中国人亲密关系的变革。

五、政策建议

目前来看，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一方面，进入长寿时代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的长寿化进程仍然会长

期持续，尤其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寿命的延长仍将是长期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的

城镇化进程也会继续甚至加速演进，与此同时，四世同在而不同堂的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演变亦

会持续深化。因此，农村高龄老年人的长寿内卷化也会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条件短

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长寿内卷化就具有为将来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理论指导的功能。相较于

长寿红利说和长寿风险说来说，这也是长寿内卷化所具有的理论创新和独特之处。从理论上看，每个老

人在人生的末段都会经历长寿内卷化的过程。从实际上来说，不同的老年人在内卷化过程中会有持续

时间长短不同的问题。对此，我们既不能消极地将这种内卷化视作单纯的风险或负担，因为无论什么

人，均终有一老的时候。当然，也不能过于乐观地期待其所带来的红利，至少红利不会无缘无故或自然

而然地产生。相反，应在秉持积极老龄观的基础上，正确地看待长寿内卷化的过程，从而积极地通过政

策干预，帮助农村高龄老年人在跃过内卷点后能够有力地应对其负性生活事件，止住其生命质量下滑的

速度和程度，以最终尽可能实现长寿的去内卷化过程。基于此，本文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由国家兜底，加快建设以村为单位的养老院，根据老人和子女的意愿，构建高龄老年人集中供

养机制。一方面，国家急需提高对农村7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水平，可以尝试先从80岁及以

上的超高龄的失能老人做起。因为生命周期的原因，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中，他们

的子女也大多是60多岁的低龄老年人了，他们自身亦开始患有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在对高龄父母的日常

照料上，这些低龄老年人确实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村级养老院可以践行互助理念，将不

同年龄层次的老人组织和调动起来，形成老人之间的互助体系。比如，由有劳动能力的中低龄老年人协

助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年人，建立养老服务积分制度，待中低龄老年人进入高龄阶段，又由新产

生的中低龄老年人来照顾他们，由此形成村内互助养老的良性循环。

其次，加强家庭支持体系建设，缓解中青年的社会压力，协助他们应对老年人陷入长寿内卷化进程

后的困境。一方面，从压力源的角度来说，应根据不同年龄层级的区分，加快做好最小一代的托育、教育

工作，让中间的代际团结的中青年两代人不需要在顾老还是顾小方面做二选一的必选题；应更加审慎稳

妥地推进城镇化，尤其是不要片面地追求城镇化速度，从而减少因婚恋、购房、陪读等对中青年一代造成

表1　新家庭结构、反馈模式、差序格局与下行式家庭的差异比较

比较

结构特征

代的数量

空间模式

个体地位

社会类型

代际模式

分析指向

概念

新家庭结构

环状结构

四代为主

四世同在不同堂

以孙代为主

城镇化社会

压力转移模式

长寿内卷化

反馈模式

梯度结构

两代为主

同在同堂

以亲代为主

传统社会

抚育反馈接力模式

一般老年赡养问题

差序格局

梯度结构

边界可以扩展

同在同堂

以己为主

传统社会

不明确

乡土社会结构

下行式家庭

梯度结构

三代为主

同在同堂

以子代和孙代为主

亲密关系变革社会

孝而不顺模式

中国式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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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压力，让他们有时间、能力在老年人陷入内卷化的过程中，适时适势地托举老年人应对负性生活

事件。另一方面，从濡化的角度来说，需要加强家风建设，在农村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农村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落地一直是一大挑战。其中，重要的办法之一是，应结合

家庭建设，倡导树立良好家风。而在家风建设中，除了爱幼与夫妻和睦外，当前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尊老

孝老要落到实处。底线是要克服和避免社会压力通过家庭这个微观机制向家庭中最弱势的高龄老年人

转移。各地可按以县为单位，通过新时代恢复重建的乡村“大喇叭”定期向农民宣传尊老孝老的正反面

事例，让农民能耳濡目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还应在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专门教育中小

学生应爱护关心家中老人，并鼓励他们影响乃至教育他们的父母关爱家中老人。

再次，将应对农村高龄老年人生活风险好坏纳入乡村振兴的考核指标。生命权是人的基本权利。

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美好生活的指标，其重要性都

不可能超越生命权本身这个指标。生命权主体的存在是美好生活的皮，外在于生命权主体存在之外的

建设都是毛，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理论逻辑来说，在当前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下，城镇化推

进过程中必然还会面临着社会压力转移的问题，仅靠农民家庭个体，在未来将很难克服高龄老年人长寿

内卷化的困境。以高龄老年人生活风险好坏作为指标，实质上有助于倒逼前述两点建议的落地落实

落细。

最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依托的经验材料是农村调查与春节回乡观察收集的材料，因而讨论

的起点和分析的落脚点均主要聚焦于农村高龄老年人，但这并非终点。长寿内卷化的普遍性意义在于，

它不仅表现在农村高龄老年人身上，同时也会表现在城市的高龄老年人身上。同样，随着空间意义上的

现代化的加速演进，即使是城市居民，他们同样会面临着与农村居民一样的环状结构式的新家庭结构形

式。环状结构中的中间两代城市人也可能会在第三地生活并托举最小一代的成长，如此一来，城市中的

高龄老年人一代也可能会成为社会压力转移的对象，他们所遭遇的长寿内卷化困境也会与农村高龄老

年人大同小异。因此，本文提出的“长寿内卷化”概念，其分析性功能不仅对理解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

风险有用，对于理解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亦会同样有益。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2] 陈东升 .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 .管理世界，2020，（4）.

[3] 原新，王丽晶 .中国长寿红利：人口机会、政策环境与开发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2）.

[4] 丁岚 .长寿红利与数智创生：老年人数字文化消费的价值基底、现实困境与实践指向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2）.

[5] 郭秀云 .如何促进老有所为收获“长寿红利”.国家治理，2021，（3）.

[6] 陆杰华，林嘉琪 .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视野及其行动框架 .行政管理改革，2022，（1）.

[7] 原新，张圣健 .长寿时代老年人的年龄重构及退休政策调整 .人口与经济，2023，（4）.

[8] 封铁英，罗天恒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长寿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9] 穆怀中，李辰 .长寿风险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收支平衡的冲击效应 .人口与发展，2020，（6）.

[10] 郝晓宁，朱松梅 .长寿风险治理：健康、财务、照护资源的共同储蓄 .人口与发展，2021，（6）.

[11] 穆光宗 .“长寿拐点”，告诉我们什么 .世界知识，2016，（8）.

[12]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4]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5] 刘世定，邱泽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 .社会学研究，2004，（5）.

[16] 郭继强 .“内卷化”概念新理解 .社会学研究，2007，（3）.

[17]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 Press, 1963.

··17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5 期

[18] Clifford Geertz.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The Indonesian Case. Man, New Series, 1984, 19(4).

[19] 黄宗智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20] 李泽厚 .论语今读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1]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上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2] 卡尔·雅思贝尔斯 .智慧之路 .柯锦华、范进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23] 礼记：下 .胡平生、张萌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7.

[2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22.

[25]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上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26] 夏柱智，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2017，（12）.

[27]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下册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8]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下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29] 费孝通 .费孝通全集：第10卷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30] 阎云翔 . 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 探索与争鸣，

2017，（7）.

[3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2] 钟晓慧，彭铭刚 .养老还是养小：中国家庭照顾赤字下的代际分配 .社会学研究，2022，（4）.

On Involution of Longevity

Liu Yanw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era of longevity, rural elderly people will encounter various negative life 

events during their advanced stages of life and with their physical function decline, they will inevitably suc‐

cumb to huge risks in life.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s on ag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involution of 

longevity through analysis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bout the classic concept of involution, in order to un‐

derstand the current life risks of the rural elderly people. When the elderly people reach the threshold of invo‐

lution, they still enjoy their prolonged life, but the life quality decreases due to the occurrence and effect of 

various negative life events. Contrary to the ideal state, this life course will be characterized with a long-term 

coexistence with risks such as diseases, sufferings, and disgrace. When this curve descends to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axis of quality life, it means the time for the proactive or passive end of life comes. The mechanism 

that support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involution of longevity to the occurrence of life risks is that the societal 

pressure generated by urbanization is transferred to the elderly through a new circular family structure. Adher‐

ing to a positive outlook on aging 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intervention for achieving the process of deinvolu‐

tion of longev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which must be faced in the era of longevity.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involution of longevity not only has theoretical and policy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ife risks of ru‐

ral elderly people, but also can b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urban elderly peopl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nvolution of longevity; older elders in rural areas; life risks; longevity dividend; longevity 

risk; social stress transferred; new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tradi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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